
 

 

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
−来自广东省相对贫困村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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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能仍然在乡村。新时代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虽已如期完成，但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然而

部分脱贫户由于自身发展意愿及能力不足，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家庭资产积累较少，存在脆

弱性脱贫情况。脱贫群体内生动力的提升，是保证高质量脱贫和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关键。为

此，文章提出了脱贫内生动力理论，从需求型内生动力与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解释脱贫内生动力

影响返贫风险的内在逻辑，并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述了如何降低中国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利用来自

粤东、粤北地区相对贫困村的实地调查一手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提高脱

贫户内生动力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家庭返贫风险，这一效应在“因学致贫”的家庭中更加明显。

（2）脱贫内生动力通过提高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对返贫风险产生抑制作用。（3）夏普分解

结果表明，手段型内生动力对于脱贫户的整体内生动力水平的贡献度要大于需求型内生动力。因

此，文章认为应重点关注脱贫户的内生动力，短期内优先发展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力，长期培

育需求型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教育帮扶，实施技能培训和降低教育成本，这对于预防脱贫户的返贫

风险，夯实我国乡村振兴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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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全球经济大幅萎缩，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挑战。2021 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指出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虽已如期

完成，但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发生。然而部分脱贫户由于自身发展意

愿及能力不足，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家庭资产积累较少，难以抵御波动性与随机性的风险

冲击，存在脆弱性脱贫情况（周迪和王明哲，2019），当外部扶贫力量相对弱化时，便有可能会再次

返贫（李小红和段雪辉，2020）。那么，为什么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会影响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

如何理解和测度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脱贫内生动力？准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丰富脱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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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的理论内涵，为科学评估脱贫内生动力水平提供参考，同时也能更好地防范返贫风险，夯

实我国乡村振兴的基础。

化解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首先需要对返贫风险进行识别与测度。目前关于返贫测度的研

究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研究基于已观察到的数据，通过计算从非贫困到贫困变动的人口频率

来测度返贫程度（Sączewska-Piotrowska，2016；Villa 和 Niño-Zarazúa，2019；袁方和史清华，2019），

属于返贫事后测度，难以对脱贫群体的返贫风险进行提前干预。第二类研究主要基于贫困脆弱

性理论，从前瞻性的角度通过当期可观测到的变量来预测未来的收入或消费水平，进而度量未

来陷入贫困的概率（Azeem 等，2019；Omotoso 等，2020），能够对返贫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并采取干

预措施，因此被普遍用于贫困脆弱性测度研究。但贫困脆弱性关注的是普通家庭从非贫困到贫

困的状态变化，而我国脱贫攻坚战刚刚取得全面胜利，如何防止脱贫家庭再度陷入贫困才是当

前的研究重点。但现有文献多数未能关注存在“脱贫后可能返贫”这一潜在风险的重要群体，因

此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已脱贫且存在重大返贫风险的脱贫家庭。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是脱贫人口返贫的重要隐患（刘欣，2020）。近年来，脱贫内生动力受到

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现有文献多从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不足的外显性表现来划分，对脱贫内生动

力暂未有明确的定义。此外，由于脱贫内生动力属于难以直接观测的变量，因此现有文献多以定

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更鲜有关于测度方法的研究。吴娜等（2021）虽然编制了包含价

值观、自我观和脱贫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脱贫内生动力量表，但存在主客观因素考虑不全面、测

度指标单一的问题，无法充分涵盖主观脱贫意愿和客观脱贫能力，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现有研究缺少合适的理论对脱贫内生动力进行解释，理论视角较为单一（傅安国等，2019），无法

充分论述脱贫内生动力的理论内涵，刘欣（2020）虽然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内生偏好视角，提出了更

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但其理论分析仍有待进一步规范，同时未能构建合理的指标体

系对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进行科学评估，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

因此，本文提出了脱贫内生动力理论，从需求型内生动力与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出发，以

解释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贫风险的内在逻辑。利用来自粤东、粤北地区相对贫困村的一手微观

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述了如何降低中国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研

究结果表明，提高脱贫户内生动力，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返贫风险，这一效应在“因学致贫”的家庭

中要更加显著。同时，脱贫内生动力还能通过提高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来降低返贫风险，手

段型内生动力对脱贫户的整体内生动力水平的贡献度要大于需求型内生动力。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行为经济学和社会规范理论，提出脱贫内

生动力理论并构建其测度方法，为科学评估中国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二

是关注存在“脱贫又返贫”风险的重要群体，基于脱贫内生动力理论所构建的指标，对脱贫群体

的内生动力进行测度，为厘清脱贫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进一步验证其因果

关系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支持。三是不同于已有文献大多通过理论模型或微观数据库进行研

究，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获取一手微观数据，从实证角度研究了脱贫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的因果

关系，检验了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贫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对脱贫内生动力进行理论分析后，基于理论内涵构建相

应的测度指标，并提出本文待检验的假说。第三部分是检验理论假说的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控

制变量介绍，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进

一步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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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脱贫内生动力的理论分析

脱贫内生动力是指脱贫群体为了巩固现有资产，满足发展需求的行为驱动力。本文倾向于

杨永伟和陆汉文（2019）对内生动力的定义，即内生动力不足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实现发展目标的

需求不足和满足此种需求的手段不足。实现发展目标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区域社会文明程

度低，加之长期贫困思想的禁锢，致使脱贫群体安于现状，缺乏先天性发展动力，由于贫困认知偏

差导致需求型内生动力不足（万良杰，2019）。另一方面，一些脱贫人口由于自我认知水平不高或

在某阶段遭遇过重大挫折，从而无法生成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更是形

成了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导致需求层面的内生动力不足（Mickelson 和 Williams，2008）。满足

此种需求的手段不足在于：部分地区可能不注重脱贫人口的能力建设和技能培训（张晓山，

2018），局限于表面的物质帮扶，导致贫困人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和手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

善。同时，也有部分脱贫人口因为健康状况、教育程度难以接受现有技能培训，不愿意主动参与

培训，从而降低了其能动性和创造性（杨永伟和陆汉文，2019）。在脱离帮扶后，其依旧无法靠自

身的能力巩固现有的脱贫成果（张晓山，2018）。脱贫内生动力不仅包含主观脱贫意愿，还包括客

观脱贫能力，因此本文将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分解为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二者

合称脱贫内生动力。

理解和测度脱贫内生动力，首先要对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进行指标分析。过

往文献基于贫困人口讨论其内生动力的研究，多从外显性表现及产生原因入手，理论分析框架

较为单一，难以厘清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万良杰，2019；侯志茹等，2019；侯红霞，2020）。为此，本

文借鉴了刘欣（2020）的行为经济学与内生偏好理论双重视角，以行为经济学与社会规范为理论

基础，从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出发，构建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具体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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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脱贫内生动力的分析框架图

 

1. 需求型内生动力是实现持续脱贫的基础

需求型内生动力，是指脱贫群体实现发展目标的需求。提高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需要突破

其内在约束（Dalton 等，2016），而脱贫群体的需求型内生动力是减贫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在

约束（Flechtner，2017），从需求出发对脱贫人口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是理解内生动力问题的关键

（杨永伟和陆汉文，2019）。需求型内生动力回答的是脱贫户“想不想”巩固脱贫成果的问题，是实

现持续脱贫的重要基础：（1）自我认知一般指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是个体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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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睿等，2019）。现实情景中，脱贫群体过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或遭遇过重大挫折，因而自我认

知存在不足，存在强烈的宿命感，难以主动拓展个人的生活。（2）自我效能感是个体需求的重要

来源（Dercon 和 Singh，2013）。自我效能感越强的农户通常自主发展意愿也更强，他们相信通过

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命运，也更愿意接受教育培训，提高自身能力，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使脱贫

户拥有更强的发展动力。（3）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偏好是做出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管睿等，

2019）。已有研究表明，更具冒险精神的农户，在未来能获得更高的收入（Azam 和 Gubert，2006）。

（4）根据社会规范理论，描述性规范所呈现出的从众效应，会引导个体遵守规范，在从众心理的引

导下，当农户看到周围人都在努力脱贫时，该农户也容易发生跟随大家脱贫的行为。综上分析，

本文采用自我认知、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和从众心理四个指标来测度脱贫户的需求型内生动力。

2. 手段型内生动力是实现持续脱贫的途径

手段型内生动力是指脱贫户满足发展需求的手段。手段型内生动力不足，将影响脱贫户参

与巩固脱贫的程度，降低了脱贫户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尽管脱贫户的需求型内生动力充足，但是

受限于手段型内生动力，无法获得实现自主脱贫的途径，进而限制了个体发展。因此，手段型内

生动力回答的是“能不能”巩固脱贫成果的问题，是实现持续脱贫的重要途径：（1）健康是实现持

续脱贫的客观要求。已有学者围绕脱贫户的健康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张车伟，2003；俞福丽和

蒋乃华，2015；王怡欢和张楚，2021），突发疾病是过去脱贫户陷入贫困的最大隐患，同时也极大地

限制了手段型内生动力。（2）教育是实现自主脱贫的有效途径。脱贫户在决策时，会受到现时偏

差的影响，教育能够帮助个体改善自我认知，纠正个体行为偏差，提高脱贫户的收入水平，进而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周亚虹等，2010）。（3）技能是实现持续脱贫的重要手

段。张晓山（2018）认为一些地区倾向于将精准救济当做精准扶贫，可能不注重贫困人口自我发

展能力建设和实用专业技术培训，导致脱贫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技术水平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改

善。因此，本文采用健康、教育、技能作为反映脱贫户手段型内生动力的重要指标。

（二） 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贫风险的研究假说

原贫困对象在实现脱贫后，若外界帮扶无法转换为自身的自我发展意愿以及发展手段，一

旦脱离帮扶，则可能由于内生动力和现有资产不足，难以维持和巩固当前生活水平，发生脱贫又

返贫的现象（周迪和王明哲，2019）。因此，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不足，会导致其缺乏意愿和能力

去积累资产来抵御外界风险冲击，即使不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疾病，脱贫户自身的抵御市场风

险和价格波动的能力也相对于普通村民要更弱一些，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贫困，面临着返贫风

险。同时，收入与支出的巨大矛盾会挤出家庭的其他支出，同样会挤占脱贫家庭在学习技能以及

生产设备方面的投资，损害家庭的创收能力（高梦滔和姚洋，2005），甚至会使脱贫户重新返贫（邹

薇和方迎风，2012；王文略等，2019）。根据前文的分析，脱贫内生动力水平高的家庭，更愿意主动

去巩固现有的资产，并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因此这一类家庭的返贫风险也就越低。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水平提高能降低其家庭返贫风险。

当脱贫家庭遭遇外部风险冲击时，风险抵御能力起到了缓冲和保护作用，因此提高风险抵

御能力是防止返贫的关键（燕继荣，2020）。本文沿用 Barrett 和 Constas（2014）对风险抵御能力的

定义，即个人、家庭或其他组织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多重冲击时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为更好地衡

量脱贫户的风险抵御能力，本文通过脱贫家庭的家庭资产、借贷能力、社会网络三个指标来测

度。家庭资产能够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资产越匮乏的家庭越容易出现返贫现象（周迪和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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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2019），因此家庭资产对于个体摆脱贫困和实现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高梦滔和姚洋，

2006）。脱贫户的需求型内生动力水平越低，则缺少主动积累家庭资产和提高家庭收入的意识，

而脱贫户的手段型内生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家庭资产积累的速度和家庭收入提高的

幅度。由于现实情况中，多数脱贫家庭并不存在或较少存在金融资产（卢亚娟和张菁晶，2018），

因此本文通过脱贫户向金融机构借款的难易程度来反映脱贫家庭的借贷能力。借贷行为本身存

在一定的风险，只有当脱贫户自我认知较为清晰，自我效能感较高和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较低时，

才会产生借贷行为，因此内生动力水平越高的脱贫户，会更容易选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贷

款。其中，借贷能力越强，表明脱贫户通过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能力越强，能够缓解外部风险冲

击所造成的家庭收支矛盾。但是，金融贷款通常具备一定门槛，而社会网络具有非正式担保机制

的作用，通过降低贫困家庭的信贷约束，为脱贫户提供的金融支持（谭燕芝和张子豪，2017；李庆

海等，2018），能够缓解脱贫户的返贫风险（Bebbington，1999）。部分内生动力水平较高的脱贫户，

会主动拓展个人的社会圈子，社会网络越发达的脱贫户，越容易得到外界的帮助，通过非正规金

融渠道来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脱贫内生动力通过影响脱贫户的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影响其家庭的返贫风险。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由于现有数据库中存在脱贫内生动力的核心指标缺失问题，因此为获取一手微观数据，本

文以有劳力的脱贫户（排除五保户等样本）为调查对象，通过入户调研获得了 213 份有效问卷数

据，从而验证脱贫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首先，在考虑了广东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贫

困县分布情况、地理及人文因素后，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粤东、粤北等地区选取 2 个

样本县，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样本县中随机抽取 9 个相对贫困村，在每个相对贫困村内

根据村委提供的脱贫户名单再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对脱贫户开展入户问卷调查。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脱贫户的基本特征、脱贫内生动力情况、返贫风险情况、风险抵御能力情况等，此次

调查共回收问卷 230 份。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变量观测值有缺失的样本

数。（2）控制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99% 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13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2.6%。样本数据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广东省脱贫人口特征和当前脱贫户的内生动力

水平，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性。

（二）变量定义

1. 脱贫内生动力

脱贫内生动力是指脱贫群体为了巩固现有资产，满足发展需求的行为驱动力。根据前文的

分析，脱贫内生动力可以从脱贫户“想不想”和“能不能”巩固现有资产以及满足发展需求两方

面来评价，分别定义为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本文通过主成

分分析法对各维度的指标进行赋权，加权求和得到脱贫内生动力，记为 Power。Power 的测度方

法如下：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各指标的权重，得到各指标权重

后，对各指标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脱贫户的内生动力水平，公式如下：

Poweri =
∑7

j=1
Xi j×W （1）

Poweri Xi j

W j

为第 i 个样本的综合得分，即脱贫户内生动力水平， 为第 i 个脱贫户的 j 项指标的得

分， 为第 j 个评价指标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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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脱贫内生动力测量指标说明

测量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脱贫内生动力

需求型内生动力

自我认知 个人对于自己的洞察和理解

自我效能 个人对于自己能否完成某事的自信程度

从众心理 个人受外界行为影响的程度

风险偏好 个人对于风险的喜好程度与承受能力

手段型内生动力

健康 健康对其工作限制程度

教育 教育对其工作限制程度

技能 技能对其工作限制程度
 
 

2. 返贫风险

返贫风险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已经处于脱贫状态的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

线以下的概率，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

概率。由于两者定义相似，而脱贫家庭是经历过“贫困和非贫困”状态转移的家庭，故本文以脱

贫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来代替其返贫风险的测度。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本文采

用被广泛运用于贫困脆弱性测度研究的 VEP 测度方法（Alwang 等，2001），对脱贫家庭的返贫风

险进行测度分析。

首先，根据 VEP 方法，得到如下公式：

Vh,t = Pr(Yh,t+1 ⩽G) （2）

Vh,t h t h t+1 Yh,t+1

G Yh,t+1

Yh,t

表示第 户家庭在 时期返贫的概率，即第 户家庭在 时期的收入水平 低于贫困线

的概率。因此，需要求出预期的收入水平 。本文假定家庭收入水平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收

入水平 的表达式如下：

lnYh,t = Xhβ+ ek （3）

Xh X1 X2 β

ek

是家庭特征向量集合，包含家庭人口特征 ，当期家庭人均收入 。 是向量待估参数，

是误差项。假定家庭收入波动可以用回归残差平方代替，即未来收入方差。根据横截面数据的

异方差性，这一方差由样本特征决定，表达式如下：

σ2
e,h = λXh （4）

本文采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样本户家庭的收入期望和收入方差，公式

如下：

E[lnYh,t|Xh] = Xhβ （5）

Var[lnYh,t|Xh] = Xhλ （6）

最终可列式：

Vh,t = Pr(Yh,t+1 ⩽G) = Φ[(lnG−Xhβ̂)/
√

Xhλ̂] （7）

根据 1.9 美元/天和 3.1 美元/天①不同贫困线，计算出脱贫户的返贫风险，记为 Risk1.9 和 Risk3.1。

3. 控制变量和描述性分析

“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发生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尽可能降低内生性的影响，本

文参考了万广华等（2014）和徐戈等（2019）的做法，选取了如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户主年龄、

性别。由于户主往往对家庭的影响最大，因此将脱贫家庭户主的基本特征进行控制。（2）家庭情

周    迪、陈明成、邱铭坚：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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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脱贫户家庭情况对于抵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家庭耕地面积、家庭耐用品数量、家庭

在读比例、家庭老人比例和家庭是否有患重大疾病者纳入控制变量。（3）金融普惠程度，用脱贫

户向金融机构借款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已有文献表明，金融普惠对于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

平、降低贫困脆弱性具有重要作用（张栋浩和尹志超，2018）。（4）社会网络，高于平均好友数为 1，

低于为 0。农户通过自身社会网络，能够拥有更多非正规金融贷款渠道（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

起到抵御返贫风险的作用。

从样本的统计特征来看，当选取 1.9 美元作为标准时，样本中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均值为

0.083，当标准提高到 3.1 美元的贫困线时，脱贫户返贫风险的均值增加到了 0.192。脱贫户的年龄

均值达到 50 岁，家庭在读比例均值为 0.21，家庭老人比例均值为 0.23。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广东

省一般脱贫户中，“因学致贫”可能是主要致贫原因，脱贫户家庭中普遍存在子女在读，且有老人

需要赡养的情况。样本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均值为 0.19 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变量的含

义及统计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类 变量 解释和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返贫风险（Risk1.9） 1.9美元标准下返贫的概率 0.083 0.039

返贫风险（Risk3.1） 3.1美元标准下返贫的概率 0.192 0.082

解释变量 脱贫内生动力（Power） 脱贫内生动力水平 3.18 0.68

户主变量

年龄（Age） 户主年龄 49.81 14.88

受教育水平（Edu） 户主受教育程度 2.99 1.42

性别（Gender） 户主性别 0.40 0.49

家庭层面变量

家庭耐用品数量（Fgoods） 冰箱、电视等耐用品数量 4.77 2.01

家庭在读比例（Studyrate） 读书人口/总人口 0.21 0.22

家庭老人比例（Oldrate） 老人数量/总人口 0.23 0.25

家庭重病人口（Heavyill） 有重大疾病人口=1，无=0 0.33 0.53

家庭耕地面积（Area）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0.19 0.43

社会层面变量
金融普惠（Finance） 脱贫户借款难易程度 3.34 1.61

社会网络（Social） 高于平均好友数=1，低于=0 0.90 0.31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为验证脱贫户的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即脱

贫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其基本形式如式（8）所示：

Repovertyh = β0+β1Powerh+βnControl+u j+ε j （8）

Repovertyh h β1

Powerh

Control u j j εj

表示第 个脱贫户的返贫风险，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用于检验脱贫内生动力

对返贫风险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表示第 h 个脱贫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水

平，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是 村落地区的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用以检验假说 1。本文分别分析了脱贫内生动力对 1.9 美元贫困

线以及 3.1 美元贫困线下返贫风险的影响。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带来的估计误差，本文采用稳健

的标准误进行回归。前 3 列以 1.9 美元为贫困线，第（1）列为加入性别和年龄等个人层面的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第（2）列为加入了在读比例、老人比例、家庭是否有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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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庭耐用品数量、家庭人均耕地等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第（3）列为加入金融普惠和社会网络等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绝对值变小且

依旧显著。第（4）至（6）列是以 3.1 美元为贫困线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回

归系数为负值，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 1.9 美元为贫困线的回归结果相比，回归系数绝

对值变大，表明当贫困线较高时，脱贫内生动力水平对返贫风险的影响变小，即相对于普通的脱

贫户而言，收入稍微高于贫困线的脱贫户受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更大，是需要重点关注其脱贫

内生动力水平的脱贫群体。总体来说，脱贫内生动力水平对返贫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提高脱贫

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水平能显著降低其返贫风险，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Risk1.9 Risk1.9 Risk1.9 Risk3.1 Risk3.1 Risk3.1

Power −0.8581* −1.0381** −0.8697* −0.9248** −0.9205* −0.7514*

（0.4699） （0.5200） （0.5166） （0.3830） （0.4717） （0.4410）

Age 0.0243 −0.0068 −0.0018 0.0346** 0.0253 0.0210

（0.0229） （0.0235） （0.0225） （0.0172） （0.0240） （0.0220）

Gender −0.2818 0.4896 0.3677 0.0576 0.8727 0.8320

（0.5640） （0.5896） （0.6683） （0.4274） （0.5675） （0.5867）

Heavyill 2.9536*** 3.0528*** 2.0378*** 2.0738***

（0.5837） （0.6151） （0.4674） （0.4875）

Oldrate 4.1526** 3.4862* 3.5867*** 3.5732***

（1.8340） （2.1168） （1.1838） （1.3301）

Studyrate 2.5787 2.9361 4.1718*** 4.4371***

（2.0957） （1.9848） （1.5262） （1.4986）

Fgoods −0.8456*** −0.7544*** −0.7785*** −0.7562***

（0.2426） （0.2428） （0.1685） （0.1740）

Area 0.0153 0.0147 −0.0160 −0.0138

（0.0384） （0.0399） （0.0529） （0.0489）

Social −1.0278 −1.7380**

（0.9306） （0.7337）

Finance 0.2133 −0.0259

（0.2453） （0.1904）

constant −0.6954 1.1012 0.2119 −0.4000 0.3375 1.5178

（2.3630） （2.3060） （2.8579） （1.7157） （2.3897） （2.3729）

N 213 213 213 213 213 213

　　注：括号内为双尾检验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后面的表格同上。
 
 

五、机制分析

（一）风险抵御能力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部分对假说 2 进行检验，在前文的实证检验中，本文发现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对返贫风

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脱贫，脱贫群体中总有家庭资产匮乏的情

况，因而难以抵御外部风险冲击，从而容易发生再次返贫（周迪和王明哲，2019）。由于返贫风险

具有突发性，因此突发事件均可能引起脱贫户返贫，而风险抵御能力能够借助自身资产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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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缓解突发事件的冲击，进而降低返贫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为进一步探究脱贫内生动

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机制，本文将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作为中介，探讨脱贫户的内生动力

是否会通过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这一路径，来降低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

Asrisk

中介变量风险抵御能力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家庭资产、借贷能力三个方面来衡量，通过主成

分分析法降维得到一个主成分因子来代表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记为 。本文借鉴温忠

麟和叶宝娟（2014）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构建中介模型：

Riskh,t = β0+β1Avepowerh,i+βnControls+ui+εi （9）

Asriskh,t = β2+β3Avepowerh,i+βnControls+ui+εi （10）

Riskh,i = β4+β5Avepowerh,i+β6Asrisk+βnControls+ui+εi （11）

Avepower Asrisk

模型（9）、模型（10）和模型（11）依次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表 4
汇报了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第（1）列的回归结果为−0.998，且 p 值小于 0.01，表明内生动力对返

贫风险为负向影响且显著，说明提高内生动力水平能够降低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第（2）列的回归

结果为 0.139，且 p 值小于 0.05，表明内生动力对风险抵御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脱贫家庭的内

生动力水平越高，其风险抵御能力也越强。第（3）列将工具变量 和中介变量 同时

作为自变量，与第（1）列的回归系数相比，从−0.998 下降为−0.941，结果依旧显著，表明脱贫家庭的

风险抵御能力在脱贫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提高脱贫户的内生动

力，一方面能够使其工作更积极，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实现家庭资产积累，另一方面也使脱贫户更

具有发展信心，更敢于冒险，其拓宽人脉的能力也越强，并更有可能通过金融机构获得借贷，从而

实现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因此假说 2 得以成立。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

（1）基准回归模型 （2）中介回归模型 （3）中介效应模型

Risk3.1 Asrisk Risk3.1

Avepover −0.998*** 0.139*** −0.941***

（0.275） （0.026） （0.292）

Asrisk −0.369***

（0.108）

Constant 2.957*** −5.562*** 2.731***

（0.857） （0.816） （0.95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13 213 213
 
 

（二）内生动力的夏普分解

已有文献表明，在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该优先关注脱贫户的“能力”和“手段”还

是“扶贫先扶志”？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对于脱贫户内生动力的贡献度哪个比较

大？在今后五年的过渡期中，应当优先关注脱贫户的需求型内生动力还是手段型内生动力？本文

对脱贫内生动力进行了夏普分解，通过手段型内生动力和需求型内生动力的贡献度来反映其作

用的大小。

表 5 汇报了夏普分解的结果。结果显示健康、教育、技能等手段型内生动力指标对脱贫户的

内生动力贡献最大，贡献度分别为 28.15%、25.67% 和 21.65%。在需求型内生动力的指标中，自我

效能贡献度最大，达到 12.21%。从现实情况看，技能、健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均能提高脱贫户的

直接收入，从而增强脱贫户的风险抵御能力，减少返贫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对脱贫家庭返贫

  2022 年第 8 期

•  56  •



风险的抑制作用属于直接影响。而需求型内生动力更注重的是脱贫户自身巩固脱贫成果的需求

与意愿，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家庭资产的直接积累，对返贫风险的抑制作用属于间接影响。贾海

彦（2021）从心理与行为双重视角对脱贫内生动力及发生机理进行研究，发现提高个体的认知能

力对脱贫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符。
 

表 5    内生动力夏普分解

（1）系数 （2）t值 （3）夏普利值 （4）贡献度

教育 0.2232*** 26.01 0.27 28.15%

健康 0.1522*** 19.49 0.24 25.67%

技能 0.1543*** 18.89 0.20 21.65%

自我效能 0.1605*** 9.22 0.11 12.21%

自我认知 0.1215*** 10.95 0.07 7.54%

风险偏好 0.0619*** 7.08 0.03 3.22%

从众心理 0.1036*** 8.99 0.01 1.57%
 
 

六、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述实地调研，通过入户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我们对脱贫家庭的致贫原因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首先，在 213 份有效问卷中，过去主要致贫原因分为三类：“因学致贫”、“因病致

贫”和因无劳力致贫。其中，“因学致贫”占比最大，“因病致贫”次之。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表

明，脱贫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呈负向影响。但在不同致贫原因的脱贫家庭中，脱贫内生动力对返

贫风险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别？为了得到更为全面的结果，需要考虑异质性问题，因此本文根

据致贫原因的不同，对脱贫户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6 所示为异质性分析结果。①结果表明，对于“因学致贫”的脱贫家庭而言，脱贫内生动力

对返贫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而对于“因病致贫”的脱贫家庭，其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

著。这表明脱贫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因学致贫”的家庭中更明显。其主要原因体

现在两类脱贫家庭支出层面的区别：“因学致贫”的脱贫家庭，其家庭支出负担主要为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是一种主动支出，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这类家庭对于自身发展的需求较高。家庭在读人

口，在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会成为脱贫家庭的人力资本。因此，对于“因学致贫”的脱贫家庭

而言，属于主动负担子女的教育支出。而做出此种选择的脱贫户，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教育观，

即对于教育的洞察和理解是较为正确的，说明自我认知水平比较高。由于教育的回报周期较长，

因而愿意对子女教育进行主动支出，说明其自我效能感较强，拥有一定的发展信心。因此，这类

家庭的需求型内生动力较高，而教育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力。

经过如上分析，可以说明，教育支出越多，内生动力水平也就越高，对降低返贫风险的影响也更为

显著。

对于“因病致贫”的家庭而言，医疗支出，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医疗支出属于被动支出，并非主

动意愿或能力所造成，因此这类家庭的内生动力对返贫风险影响程度不明显。同时，重大疾病通

常具有四个特点：险情性，即威胁生命的病情；可生还性，即非绝症，有机会存活；巨额性，即治疗

周    迪、陈明成、邱铭坚：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与返贫风险

① 当采用返贫概率作为因变量时，“因病致贫”家庭组和“因学致贫”家庭组的系数都不显著，我们认为是样本量过少导致的，将返贫风

险处理为二元变量较合理。因此，这部分是二元变量的结果，即首先根据计算的返贫概率是否超过均值定义为存在返贫风险和不存在返贫风

险，记为 1 和 0，进而采用 logistic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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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大；长期性，即治疗周期长。这四个特点共同决定了医疗支出属于被动支出，需要长期不断

的巨额支出以降低病人的险情性。对于脱贫家庭来说，健康是手段型内生动力的重要指标，手段

型内生动力受限，会导致其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收入水平难以成正比，即使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

也难以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这形成了长期巨额医疗投入需要与脱贫家庭低收入之间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脱贫家庭持续发展的积极性，打击了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因此脱贫内生动

力对返贫风险的影响，在“因病致贫”的家庭中作用不如“因学致贫”家庭显著。
 

表 6    不同致贫原因异质性分析

（1）因学致贫家庭 （2）因病致贫家庭

Risk3.1 Risk3.1

Avepower −2.491**（−1.80） −0.821（−1.4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Constant 6.49 3.30

R2 0.557 0.552

N 89 43
 
 

（二）内生性问题

Avepower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造成回归结果有偏且不一致。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 法 （ IV） 来 减 少 估 计 偏 误 ， 选 取 邻 近 村 落 的 平 均 脱 贫 内 生 动 力 水 平 作 为 工 具 变 量 ， 记 为

。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由于地理位置、贫困文化的影响，临近村落的家庭的内生动力

水平存在关联，满足相关性原则，从外生性的角度来看，临近村落平均内生动力水平对于样本家

庭的返贫风险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外生性原则。因此，本文以 3.1 美元为贫困线，求得脱贫户的返

贫风险作为因变量，进行工具变量检验。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首先，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分别需要进行弱工

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第（1）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阶段结果，一阶段回归

中，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内生动力水平显著相关，F 统计量大于 10，意味着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第（2）列分别报告了第二阶段估计结果，LM 检验统计量 P 值小于 0.1，意味着拒绝工具变量

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问题。以上统计量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

变量十分有效，能够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若忽

略内生性问题，将会高估脱贫家庭内生动力不足对返贫现象发生的影响。
 

表 7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1）2SLS第一阶段 （2）2SLS第二阶段

Power Risk3.1

Power −0.620**（0.025）

Avepower 1.732***（0.45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14.492 14.492

识别不足检验 14.205*** 14.205***

N 213 213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脱贫内生动力，脱贫内生动力由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测量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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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2

Wel f are

得到。为了避免结论的偶然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使用内生动力水平 2 来进行重新估计。

内生动力水平 2 是由脱贫内生动力量表（吴娜等，2021）的量表题目等权重加权得到，记为 。

选择此变量作为替换变量是合理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该量表将脱贫内生动力解释为自我

观、价值观和脱贫行为倾向，与本文的需求型内生动力有相似之处，但忽略了手段型内生动力问

题；另一方面，该量表已有相关研究应用，吴娜等人（2021）利用该量表探讨贫困家庭心理资源对

于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此外，本文还选择了福利依赖程度作为替代变量，福利依赖程度是

指脱贫户难以通过自身劳动赚取收入，收入来源主要为国家社会救济福利支出或者家庭间的赡

养、捐助等，具体利用家庭转移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测算，记为 。该指标合理之处

在于：福利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脱贫家庭的收入结构，间接体现脱贫户的内生动

力水平，涵盖主观脱贫意愿和客观脱贫能力，因此本文将脱贫内生动力更换成福利依赖程度来

进行稳健性检验。

2. 更换被解释因变量

Income

除了更换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将以收入水平替代返贫风险进行稳定性检验。收入是否达到

贫困线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用收入（ ）替代返贫风险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家

庭收入是贫困脆弱性的计算指标之一，另一方面，收入不达标是返贫的主要原因。因此，收入能

够反映家庭的返贫风险。如表 8 所示，第（1）列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基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基准估计结果为正值且显著，即脱贫内生动力水平对收入水平是正向影响，脱贫内生动力水平

越高，收入越高，返贫风险越低。第（2）列是更换解释变量后的基准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脱贫内生

动力水平 2 与返贫风险的基准估计系数数值是负数，且结果显著，即吴娜等人（2021）量表所测量

的脱贫内生动力水平越高，返贫风险越低。第（3）列是将解释变量更换成福利依赖水平后的基准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脱贫户的福利依赖水平越高，依靠自身劳动获取经济收入的意愿就越低，从

而使自身家庭的返贫风险较高。基于以上稳定性检验，脱贫内生动力提升对返贫风险抑制作用

得到再一次验证。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1）更换被解释变量 （2）更换解释变量 （3）更换解释变量

Income Risk3.1 Risk3.1

Power 0.137*（0.079）

Power2 −0.980**（0.398）

Welfare 1.249*（0.71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9.360***（0.385） 2.310（2.136） −1.610（1.891）

N 213 213 213
 
 

七、结论及政策启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把防止返贫作为重要任务。本文提出了脱贫

内生动力理论，从需求型内生动力与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出发，以解释脱贫内生动力影响返

贫风险的内在逻辑，并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述了如何降低中国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本文的研究

结果表明：第一，提高脱贫户内生动力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家庭返贫风险，这一效应在“因学致

贫”的家庭中更加明显。第二，脱贫内生动力可以通过提高脱贫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对返

贫风险产生抑制作用。第三，夏普分解的结果表明，手段型内生动力对于脱贫户的整体内生动力

水平的贡献度要大于需求型内生动力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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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科学评估和有效提升当前中国农村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对于防

止返贫具有重大作用，进而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问

题，可以将其区分为需求型内生动力和手段型内生动力两方面，并不仅仅考虑单方面的提升措

施，以保障脱贫家庭的主观脱贫意愿与客观脱贫能力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第二，短期内优先发

展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力，长期培育需求型内生动力，重点关注脱贫家庭的手段型内生动

力，要及时帮扶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家庭。建立和完善就业支持和保障制度，充分推进包容性就

业，通过加强就业培训，分享就业信息和提供择业资金等举措，确保在短期内让具有劳动能力的

家庭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获取经济来源。第三，持续推进教育帮扶，开展技能培训，提升脱

贫户的知识水平与劳动技能。降低脱贫家庭的教育成本，鼓励脱贫家庭子女勤奋读书。充分利

用农村广播、村内宣传栏、微信群等媒介平台，用“身边人”和“身边事”进行教育引导，通过榜样

的力量激发脱贫家庭的子女教育意愿，激发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阻断返贫风险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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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Groups Emerging from Poverty
and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Micro Evidence from

Relatively Poor Villa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ou Di1,  Chen Mingcheng1,  Qiu Mingjian2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ummary:  With the current significant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

ment, impoverished Chinese household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

ments in poverty eradication,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large-scale return-to-poverty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in some regions, households who have escaped from

poverty are vulnerable to return-to-poverty due to their own lack of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develop. In oth-

er words, such households lack sufficie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o escape from poverty as well as have low ac-

cumulation of the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needed to withstand volatile and stochastic risk shoc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ex role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n preventing return-to-poverty among

groups that have escaped from poverty. It is found that: (1)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households who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turn-to-poverty,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ouseholds whose poverty is caused by huge tuition fees. (2) Intern-

al driving force has a dampening effect on the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by increasing the risk resilience of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3) The results of the Sharpe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capabl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piritual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herefore, we argue that the gov-

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giving priority to developing cap-

abl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n the short term, and cultivating spiritual internal driving force in the long term.

Promoting education assistance, implementing skill training, and reducing education cos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ng the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among groups out of povert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divide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nto capabl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spiritual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constructs an in-

novative measurement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Second, targeting

the important “out of poverty and back to poverty” group, it provides a feasible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Third, it measures the level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based on primary micro data obtained from the actual re-

search, and verif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overty erad-

ication and the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internal driving force； risk of return-to-poverty； poverty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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